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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传染病发生时应对体制的建设 

——从政治现场看到的课题 

 

 

在忙于应对史无前例的传染病的当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课题。政治的领导力、医疗体制的完善、

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关系、传染病发生时法制的必要性……。国际保健行政的专家提示全方位问题。 

 

武见敬三（参议院议员） 

 

 

本稿执笔之时，世界因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面临着 21世

纪最大规模的国际保健（全球健康）危机。  

自 2019 年底到今年，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为发源的新冠病毒肺

炎，与春节假期重叠，不仅在中国国内，还蔓延到包括日本在内的

世界各地。我作为自民党·国际保健战略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

党的负责人，迄今为止应对了防控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在 1 月

26 日召开的国际保健战略特别委员会上，首次对新冠病毒对策进行

了讨论，之后，为了全党进行更全面的讨论，设置了党对策总部。

现在，在党内新设的应对新冠病毒相关肺炎对策总部，我担任顾问。

另外，与此同时，在 1月 30 日的内阁会议决定的基础上，内阁也设

置了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总部（政府对策总部）。  

因国际性的传染病引起的健康危机，不仅仅是这次的新冠病毒，由于在人员的往来、气候变

动、野生动物和人的接触等背景下，进入本世纪以来平均 2-3 年发生一次。  

例如，2002 年以中国南部广东省为开端，扩散到北半球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2009

年发现的 H5N1 新型流感，2012 年以后的中东呼吸器综合症（MERS），2014 年左右在西非发生，现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持续着突发性的爆发埃博拉出血热，还有 2015-16 年在南美大陆大流行的鹿

热等。今后也不能否定这种传染病以同样的频率发生，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给人命，还会给整

个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肯定会使国际社会陷入混乱。另外，防止已经爆发传染病的蔓延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这次的新冠病毒，因为即使传染了该病毒有的也不会出现明显症状，

所以从当初就可以预见很难应对。 

COVID-19 在 2020 年 1 月下旬根据传染病法被指定为指定传染病，以及基于检疫法被指定为

检疫传染病。因此，针对患者的住院措施和公费提供适当的医疗，根据医生的迅速申报掌握患者，

并且作为国内对策，实施了出现患者时第其进行积极的流行病学调查（接触者调查）。在国内蔓延

的传染病中，根据传染病法的措施应对是日本的基本方针。之后，3 月中旬修改了新型流感等对

策特别措施法（特别措施法），加上新冠病毒，在紧急事态宣言下确立了更强有力的政府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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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和美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法一样，在政府制定政策方针后，各都道府县

知事承担核心作用并执行。  

对于最初来自武汉的病毒所产生的第一波流行，针对确认传染的中小集团（集群），致力于切

断集群之间的连锁的对策奏效，在相当大的程度得到抑制。但是，3 月中旬以后，传染途径不明

的传染人数增加的同时，变成了来自欧洲的毒株，开始扩大传染的第 2波。同时，这种传染的蔓

延，表示了从一个传染者二次传染的平均人数的基本转染数到 3月 15 日为止是 1.0 以下，不过，

到 3 月下旬上升到了 1.7。以此为契机，以城市为中心的患者急剧增加（爆发性增长）的可能性

变高，4月 7日，根据修订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在东京、埼玉、千

叶、神奈川、大阪、兵库、福冈 7个都府县发布，4月 16 日范围扩大到了全国。  

在紧急事态宣言中，虽然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的权限得到了强化，但是和中国以及欧美各国

不同，说到底还是一尊重个人和民主主义为重，国家的强制力有明显的极限，虽然个人的一部分

权利受到限制，但并没有附带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在本稿执笔的时候，幸运的是，根据这样请求

国民自主隔离，从 3月下旬产生的第 2波后 1个月疫情在相当程度得到控制，在 4月下旬脱离了

高峰。  

这种新冠病毒的病原体在给人体各组织、器官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的同时，其抗体到底有多

强才能构成免疫力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和其他的流行性感冒不同，也不清楚是否有季节性，秋

天以后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也极高。因此，对于这次的病原体，告一段落后也没有做整体总结的余

地，必须马上开始讨论如何建设平时疫情发生时的准备体制。因此，在脱离当前高峰的阶段，将

验证迄今为止日本所经历的应对经验，提出平时应该准备什么来对应突发疫情。 

 

（1）内阁官房指挥塔功能  

平时，在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内政）的领导下设置了新型流感等对策室。另外，为了在包

括传染病在内的紧急情况下进行初期对应，内阁危机管理总监及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事态应

对·危机管理）下设置了副长官助理代理。当初，在此次的 COVID-19 中，除了厚生劳动省以外，

在内阁危机管理总监等下有副长官助理代理，在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内政）的手下，有约 20人

在新型流行性感冒等对策室进行对应。但是，随着 COVID-19 的蔓延，重新认识到基于特别措施法

的内阁官房体制需要强化，在次官级别的室长的领导下，设置了由约 65人组成的新冠病毒传染病

对策推进室。在这个办公室里，负责总务・总括・国会班、企划班、以及调查・宣传班负责与其

他省厅的联络调整、特别措施法的运用的通知，以及与自治体的联络调整，根据特别措施法负责

基本的应对方针咨询委员会以及新冠病毒对策专家会议的事务。 

在 COVID-19 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以保健医疗相关对策为主的初期阶段，厚生劳动大臣加藤

胜信担任了对策的指挥，要求综合调整经济领域。对此，安倍晋三首相于 3月 6日发出指示，“为

了将新冠病毒传染病对国民生活和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与相关大臣合作，谋求在国会上提出必

要的法案并尽早通过，政府将一体加强对策”，任命了西村康稔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为新冠病毒对策

担当大臣。结果，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推进室与负责人直接联系，指挥命令系统得到强化。 

这是第一次经历传染病疫情，因为传染扩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所以一直要求内阁官

房的指挥功能更加灵活和迅速。可以认为在指挥方面，在确保透明的基础上，从风险传播的观点

出发，在进行迅速决策的同时，如何有效地利用在传染病发生时不断增加的关系组织和专家，包

括决策的规则化在内，有必要重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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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病理分析、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国际合作功能的构建  

来自动物传染病通过变异，在变成可人传人的病原体的时候，为了迅速掌握其实际状态，需

要具有进行样品的病原体分离，并进行病理分析的能力。同时，分析病原体对人体的各种机能带

来怎样的影响很重要。现在，病理分析由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负责。 

其次，在发生史无前例传染病的时候，需要具备检查能力。就如这次，需要通过 PCR 检查来

掌握阳性患者的所在场所，因此重要的是确立必要的人才、器材以及拥有权限的检查体制。为了

有效地进行检查，需要建立追踪调查体制和基于流行病学专业知识的实施体制。 

在世界范围内，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等组织也拥有同样的功能，

同时进行落实，为应对没有国界的传染病，能进行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现在在日本，从公共卫生的观点来看，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地方卫生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

和政令指定都市下的保健所，将根据传染病法来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已有分类的传染病。但

是，像 COVID-19 那样，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不明确的情况太多，而且传染力极强，在国内

外传播范围广，在既存的框架中不能充分对应。利用公共卫生学方法和地域医疗的合作以及信息

的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被广泛认识。 

如上所述，在具有病理分析、检查体制以及国际合作功能的同时，根据需要进行研究开发的

调整上，需要预先具有收容患者进行治疗的临床功能也得到广泛理解。 

 

（3）发生传染病时确保有专门医院和必要床位 

4 月中旬，当传染的患者达到高峰时，最担心的是医疗崩溃。但是，本来，在已有的地域医

疗体制下，医院和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即使发生传染病疫情也必须得到维持。  

为此，在平时，决定在发生疫情之际确保积极接受传染病患者并给与治疗的专门医院很重要。

例如，期待一部分公共医院，在有发生传染疫情之际可以承担更多的传染床位。 

另外，在传染病专门医院的床位无法应对的时候，其他的医疗机构也必须预先准备好提供传

染病床位。这次的 COVID-19 中，有很多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轻症患者，阳性患者可能会传染给家

人，让他们尽量在公共设施和酒店等地进行健康观察。但是，在选择提供住宿疗养和在家疗养时，

选择在家疗养的人占压倒性多数。今后，为了住宿疗养也和医院疗养一样具有强制性收容，需要

对法律做出修改。 

 

（4）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分工明确化 

在 2月 25 日的政府对策总部中，明确了“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的基本方针”，在实施这一政

策时，规定各都道府县的知事承担其核心作用。但是国家和地方的分工并不明确。另外，在最前

线支持检查的保健所也有位于各都道府县知事或政令指定都市的首长之下的两个系列。国家和都

道府县知事必须在统一管理的信息系统下，在发生疫情的时候明确分工，更加有效地合作。 

 

（5）发生传染病时的法制 

这次疫情，根据传染病法和特别措施法这两部法律下制定并实施了政策。日本发生传染病的

法律，虽然可以有限度的限制私权，但不具备惩罚规定，尽管如此，请求每个人进行自我约束，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限制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讨论国家到底可

以有多大程度的强权力。 

另一方面，在对传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跟踪调查时，也存在个人自由和隐私问题，地方卫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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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没有介入检查的权限，需要保健所的职员经常在场。今后地方卫生研究所如果发生疫情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的话，应该拥有和保健所同等的法律权限。 

 

（6）构建个人基础医疗信息系统 

现在，虽然关于检查数量、正确的阳性率、基础再生产数等进行了讨论，但是为了做出正确

的检查数量，保健所、医院以及诊所的信息被统一管理是很重要的。由于患者的数据在电子平台

上没有统一管理，所以通过传真传达信息，或者重新在保健所输入等低效的运用体制成为严重的

障碍。另外，有关疾病名、医药品、诊疗报酬代码、医疗机关等信息的主数据也有很多课题。今

后，虽然国家计划建立一套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但如何与已经构筑了独自系统的东京都等合作，

还将是待解决的课题。此外，在国外一些国家实施了通过智能手机等告知与阳性患者接触的功能，

预计将于近日实施。在防止个人自由和个人隐私不受不正当侵害的同时，与检查体制的调整很重

要。 

如上所述，根据最近几个月的传染病疫情的经验，列举了注意到的课题，当然远不止这些。

在平时，如何推进日本发生疫情的体制是极为困难的工作。这不仅涉及到广泛的领域，还涉及到

21世纪日本个人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现状。另一方面，在发生传染病疫情的课题中，也发现了日

本在这 20年中无法跟上世界潮流得巨大变化，随处可见落后的领域。因此，以个人自由和民主主

义为基础，结合面向未来的长期观点，解决这些课题，可以期待这将成为日本再次飞跃的契机。 

 

 

［译自《外交》，Vol.61，2020 年 5/6月刊，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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